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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唐文治撰《阳明学术发微》和《紫阳学术发微》，通过分析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所
引述的朱熹书信，明确认为“朱、王二家之学，实有殊途而同归”，尤其是他认为王阳明讲“心即理”与朱
熹的“性即理”未尝不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朱熹的“知先行后”并不相悖，从而提出“阳明学通于
朱子学”。而且，唐文治既撰《朱子学为今时救世之本论》，又撰《阳明学为今时救国之本论》，把朱子学与
阳明学的统一与当时的救国思潮联系在一起，可以为今天研究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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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Wenzhi’s Saying“Yangmingism Conforming to
Zhu Xi’s Ideas”in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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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Tang Wenzhi wrote Yangming Xue Shu FaWei and Zi Yang Xue Shu
Fa Wei，which clearly implied that The two schools of Wang and Zhu are the same ideas by means of analyzing Wang
Yangming’s Zhu Zi Wan Nian Ding Lun about Zhu Xi’s letters． In particular，Tang Wenzhi believed that Wang’s Say-
ing“Xin is Li”is not different with Zhu’s Saying“Xing is Li”;Wang’s“learning by doing”and Zhu’s“Learning
comes first and doing comes later”are not inconsistent，so“Yangmingism conforming to Zhu Xi’s ideas”． Moreover，
Tang Wenzhi had also written On the Foundation of Saving the World by Zhu Zi’s Ideas and On the Foundation of Sav-
ing the Country by Yangmingism，in which the Yangmingism and Zhu Xi’s ideas are unified，together with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saving the nation． These viewpoints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gmingism
and Zhu Xi’s ideas．
Key words:the period of the Ｒepublic of China;Tang Wenzhi;Yangmingism;Zhu Xi’s ideas;Yangming Xue Shu Fa-
Wei;Zi Yang Xue Shu Fa Wei
研究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当今学者多热衷
于二者的差异与对立，与此不同，民国时期则更为
强调二者的相通和殊途同归。这一时期著名的朱
子学家唐文治笃守朱子学①
＊＊
，同时又尊崇阳明学，
于 1930 年先后刊印了《阳明学术发微》和《紫阳学
术发微》，明确提出“阳明学通于朱子学”。通过分
析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所引述的朱熹书信，他
明确认为“朱、王二家之学，实有殊途而同归”，并
且引述胡泉《阳明先生书疏证》予以具体论证。尤
其是，他还认为王阳明讲“心即理”与朱熹的“性即
理”未尝不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朱熹的“知
先行后”并不相悖。这些观点是民国时期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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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朱陆的趋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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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今
天重新看待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亦不无裨益。
一、《朱子晚年定论》发微
王阳明早年遵循朱熹格物之学而“亭前格
竹”，稍后又问学于推崇朱子学的吴与弼之徒娄
谅，但“苦于众说之纷扰疲，茫无可入”［1］144(《王阳
明全集》卷三，《朱子晚年定论》);直至后来“龙场
悟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
物者误也”［1］1354(《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
一》);但又因与朱熹之说有相抵牾，而“恒疚于
心”。于是，他“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从而认
为朱熹“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还说:“世之所
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
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
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
大相谬戾者。”［1］145(《王阳明全集》卷三，《朱子晚
年定论》)明正德十年(1515 年)，王阳明写成《朱
子晚年定论》，集朱熹书信中所言三十余条，以证
明朱熹晚年走向“心学”，并以此说明自己的学说
“不谬于朱子”“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
《朱子晚年定论》一出，批评声四起。对于顾
璘(号东桥)的批评，王阳明认为，朱熹的“格物”在
“即物而穷其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而他的
“致良知”是“合心与理而为一”，与朱熹晚年之论
相一致。②
＊＊
但是，对于罗钦顺(号整庵)的批评，王阳
明却说:“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
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
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
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
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1］88(《王阳明全
集》卷二，《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可见，王
阳明虽然承认《朱子晚年定论》既存在着对朱熹书
信年代考证方面的缺陷，又有出于调停朱陆方面的
考虑，“不得已而为此”，但仍然坚持认为朱熹晚年
有“心学”倾向，并以此进一步证明自己的学说与
朱熹相通。
王阳明之后，对于《朱子晚年定论》的批评仍
然不断。对此，陈荣捷认为，这些批评，不外四点:
“一为其误以中年之书为晚年所缮。二为其以《集
注》《或问》为中年未定之说。三为其断章取义，只
取其厌烦就约之语与己见符合者。四为其误解
‘定本’，且改为‘旧本’。”［2］显然，这些批评，都没
有直接对《朱子晚年定论》所引述朱熹书信的思想
内涵，做出进一步的讨论。
民国时期，谢无量在 1915 年出版的《阳明学
派》中对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异同做了讨论，并通过
对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分析，说明“阳明与朱
子之学，相异之处固多，其中固未尝无符合
者”［3］136。但是，谢无量并没有依此就阳明学与朱
子学的相符合之处做出更为具体的讨论，而是较多
地讨论王阳明与朱熹在格物致知论和为学上的差
异［3］143，以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朱熹知先行后的
差异。［3］60 － 61
唐文治非常重视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并
在《紫阳学术发微》中列《〈朱子晚年定论〉发微》
一卷，对《朱子晚年定论》作了深入的思考。在该
卷首按语中，唐文治除了对《朱子晚年定论》及其
所受到的批评做出简要叙述，接着指出:“阳明之
论朱子，不考其平生为学次第，举其《集注》《或问》
《语类》之说，一扫而空之，仍不免卤莽灭裂之病。
然其所引朱子晚年涵养之说在己丑以后者，亦未可
遽以为失而概废之也。”［4］261在唐文治看来，《朱子
晚年定论》确有“卤莽灭裂之病”，但其中引述朱熹
在己丑(朱熹 40 岁)以后直至晚年，一直重视涵
养，这是不可轻易否定的，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他
还说:“读先儒书，当先辨其是非。其言而是也，虽
出于中年，未尝不可以笃信之;其言而非也，虽出于
晚年，亦当慎思、明辨，知其或有为而发也。《晚年
定论》确有中年而误以为晚者，有中年而其言是
者，有晚年有为而发者。然亦确有晚年专主于涵养
者。”［4］261唐文治认为，应当实事求是地考证《朱子
晚年定论》所引述朱熹书信的年代，分析朱熹不同
时期的思想，但不可否认朱熹晚年确有专主于涵养
的言论。
该卷对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所引述朱熹书
信的年代作了考证，对书信内容的思想内涵作了细
致的分析，以证明《朱子晚年定论》“非尽诬也”。
如《朱子晚年定论》所引述朱熹 51 岁时《答吴茂
实》曰:“近来自觉向时工夫止是讲论文义，以为积
集义理，久当自有得力处，却于日用功夫全少点检。
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
深省而痛惩之，亦愿与诸同志勉焉，幸老兄遍以告
之也。”唐文治按曰:“此书注重检点日用工夫，正
是涵养与致知并进之意。天下未有无检点心体工
夫而能成学问者，亦未有无检点心体工夫而能治大
事者。”［4］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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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贺麟在 1945 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中认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对陆、王学说太乏同情，斥之为形而下学，恐亦不甚平允，且与近来
调和朱陆的趋势不相协合”。参见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5 年，第 23 页。
②王阳明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
析‘心’与‘理’而为二矣。……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
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
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喻矣!”(明)王守仁:《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上)卷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1 年，第 50 － 51 页。
又比如，《朱子晚年定论》所引述朱熹 68 岁时
《答周纯仁》曰:“闲中无事，固宜谨出，然想亦不能
一并读得许多，似此专人来往劳费，亦是未能省事
随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热药，亦使人血气偏
胜，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卫生，亦非所以养心。窃
恐更须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渐令向里。令宁静闲
退之意胜，而飞扬燥扰之气消，则治心养气，处事接
物自然安稳，一时长进，无复前日内外之患矣。”唐
文治按曰:“此条警近世少年之弊，尤为亲切。所
云‘收拾身心，渐令向里。令宁静闲退之意胜，而
飞扬燥扰之气消’，正是孟子‘求放心’及诸葛武侯
‘宁静致远’工夫。夫天下岂有心逐于外、气浮于
上而可以修德业成大器者哉?‘无内外之患’，即
程子所谓‘内外两忘、体用合一’也。”［4］272 － 273在唐
文治看来，朱熹晚年的确较为关注“涵养”和“养
心”。当然，唐文治又认为，“朱子之涵养非如陆子
之涵养也”［4］279。
此外，唐文治的《〈朱子晚年定论〉发微》还附
《读〈朱子晚年定论〉》，指出:“盖朱子立万世大中
至正之学脉，注释经子，即是反求身心、平生尊道工
夫。”又说:“朱子反求身心紧要处，与注释经子等，
其体验未发，尤是统合尊道大本领。”明确把包括
读书在内的朱熹的“格物致知”与体验未发的“涵
养”统合起来，反对对于朱熹涵养工夫的忽视。与
此同时，唐文治还认为，朱熹也讲“心”之本体，讲
“人心天命之本然”，讲“圣人之心，至虚至明，浑然
之中万理毕具。一有感触，则其应神速，而无所不
通”，因而认为，讲朱子学而不必讳言本体，“惟讳
言本体，而心体之窒塞乃愈甚，吾儒探赜索隐、开物
成务之功，因以不明于天下”［4］280 － 281。
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通
过引述朱熹有关“涵养”和“养心”书信，以证明朱
熹晚年走向“心学”，并以此说明自己“不谬于朱
子”;而唐文治则在《紫阳学术发微》阐发朱熹思想
时，通过对《朱子晚年定论》所引述朱熹书信的思
想内涵的分析，明确认为，朱熹的确较为关注于
“涵养”和“养心”，同时还讲“心”之本体，因此，尽管
朱熹的“涵养”并非陆九渊、王阳明的“涵养”，但是
可以表明“朱、王二家之学，实有殊途而同归者”。
二、“朱、王二家殊途同归”
唐文治的《阳明学术发微》阐发阳明思想，其
中列《阳明学通于朱子学》两卷，该卷首按语指出:
“陆王之学，世儒并称;阳明学出于陆子，夫人而知
之。近谢氏无量所著《阳明学派》一书，内有‘阳明
与象山关系’及‘程朱与陆王’诸条，考核精详，深
为可佩。……余考朱、王二家之学，实有殊途而同
归者，往年已于《〈朱子晚年定论〉发微》中阐明之。
后得高邮胡氏泉白水所著《阳明先生书疏证》，于
朱陆两家之学，尽力沟通，其苦心孤诣、博考周稽，
与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之意，正复相同。其‘自
序’谓:‘以阳明之学拟诸象山，尚属影响;以阳明
之学准诸朱子，确有依凭。’‘惟朱子精微之语，自
阳明体察之以成其良知之学;惟朱子广博之语，自
阳明会通之以归于致良知之效。’是说也，虽不免
附会，然实有独得之处。”［5］69
如上所述，谢无量《阳明学派》通过王阳明《朱
子晚年定论》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存在相符合之
处，但并没有就此作出具体的讨论，而是较多讨论
王阳明与朱熹的差异。与此不同，唐文治不仅赞赏
谢无量的《阳明学派》，而且还进一步在对《朱子晚
年定论》做出具体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精选胡泉
《阳明先生书疏证》，编成《阳明学通于朱子学》两
卷，以论证“朱、王二家殊途同归”［5］70。
胡泉(1797 年 － 1868 年)，字杖仙，江苏高邮
人，道光三十年(1850 年)，诏举孝廉方正，“既从事
有宋诸儒之学，而于明《王文成全书》用力尤深”，
著有《阳明先生书疏证》《阳明经说》等。［6］胡泉重
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联，除唐文治《阳明学通于
朱子学》卷首按语所引述之外，《阳明先生书疏证》
“自序”还说:“盖阳明讲学，删不尽‘格物传’义在
外，而朱子注经，包得尽良知宗旨在内。……然则
《朱子全书》具在，他人读之而失其宗旨，不善读朱
子之书者也;阳明读之而得其宗旨，善读朱子之书
者也。……综而计之，拟而议之，则直以为阳明良
知之学非出自象山而出自朱子云尔。”［1］1804(《王阳
明全集》卷四十一，《王阳明先生书疏证序》)实际
上是把阳明学归属于朱子学。
唐文治认为，胡泉《阳明先生书疏证》“虽不免
附会，然实有独得之处”，于是摘引其中若干原文，
编成《阳明学通于朱子学》。如阳明《寄希渊》曰: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盖一言而足。
至其功夫节目，则愈讲而愈无穷者。孔子犹曰‘学
之不讲，是吾忧也’，今世无志于学者无足言，幸有
一二笃志之士，又为无师友之讲明，认气作理，冥悍
自信，终身勤苦而卒无所得，斯诚可哀矣。”唐文治
引胡泉按:“朱子曰:‘大抵此学以尊徳性、求放心
为本，而讲圣贤亲切之训以开明之，此为要切之
务。’阳明先生从朱子此段语理会过来，故《寄希
渊》书以求放心为本，而引孔子‘学之不讲，是吾忧
也’二语，以明‘工夫节目，则愈讲而愈无穷者’，说
与朱子合。”［5］75 － 76认为阳明以求放心为本，与朱熹
是一致的。
又比如，阳明《答王天宇》曰:“区区未尝有‘诚
身格物’之说，岂出于希颜耶?鄙意但谓君子之
学，以诚意为主。格物致知者，诚意之功也。犹饥
者以求饱为事，饮食者，求饱之事也。……”唐文
治引胡泉按:“阳明先生此篇书谓‘君子之学，以诚
意为主’，与《大学》‘诚意章’朱注‘诚意者，自修
之首’语意相合。愚谓:阳明讲良知，朱子讲格物，
为善去恶，总不越‘慎独’一关，则阳明之所谓‘诚
意’，岂有殊于朱子之所谓‘诚意’哉?”［5］76 － 77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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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以诚意为主，与朱熹是一致的。
再比如，阳明《答罗整庵少宰书》曰:“夫正心、
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
日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
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
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
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故就物而言谓
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
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
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唐文治
引胡泉按:“愚谓‘理一而已’，‘正者，正此;诚者，
诚此;致者，致此;格者，格此’，阳明此学，朱子此学，
孔门此学也。”［5］83 － 88认为阳明对于《大学》“正心”
“诚意”“致知”“格物”的诠释与朱子是一致的。
又再比如，阳明《答欧阳崇》曰:“良知不由见
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
而亦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
也。’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
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唐文治引胡泉按:“朱
子《答江元适》曰:‘诗人之称文王，虽曰“不识不
知”，然必继之曰“顺帝之则”，孔门之称夫子，虽曰
“毋意毋我”，然后之得其传者语之，必曰“绝四之
外，必有事焉”。盖体用相循，无所偏滞，理固然
也。’近观阳明书中谓‘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
于见闻’，‘良知之外，别无知矣’，……实乞灵于朱
子《答江元适》此一段语。”阳明《答欧阳崇》又曰: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
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
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
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
自会分别得。”唐文治引胡泉按:“问:‘不紧要之思
虑，不知何以制之?’朱子曰:‘只觉得不当思虑的，
便莫要思。久久纯熟，自然无此等思虑矣。’阳明
先生从朱子此语理会过来，故《答欧阳崇》一书谓
‘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
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愚谓朱子所谓‘觉得不
当思虑的’，是良知也;朱子所谓‘便莫要思’，是致
良知也。”［5］91 － 93认为阳明的良知说来自于朱熹。
需要指出的是，唐文治《阳明学通于朱子学》
纯粹只是引述胡泉《阳明先生书疏证》的原文，旨
在以此论证“朱、王二家殊途同归”。至于胡泉把
阳明学归属于朱子学，其中的文本分析是否合理，
论据是否充分，唐文治并没有就此作出评论。
三、“‘心即理’与‘性即理’浑言未尝不
同”
程颐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7］朱熹
说:“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8］63(《朱子语
类》卷四)“性即理也。在心唤做性，在事唤做
理。”［8］82(《朱子语类》卷五)与此不同，陆九渊说:
“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9］王阳明
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
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
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1］2 － 3(《王
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同时，王阳明又讲
“性即理”。他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故有
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
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
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1］48(《王阳明全集》卷
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明代的罗钦顺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
同，指出:“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
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
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赞《易》，言性屡矣，
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圣人
作《易》，以顺性命之理’，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但详味此数言，‘性即理也’明矣!于心亦屡言之，
曰‘圣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后语’，曰‘能说
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说’，洗心而曰
‘以此’，试详味此数语，谓‘心即理也’，其可通乎?
且孟子尝言:‘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尤为明白易见”［10］。显然，罗钦顺把程朱的“性即
理”与陆九渊的“心即理”对立起来。
清代的张烈(字武承)撰《王学质疑》，引述王
阳明《传习录》:“‘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
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先生曰:
“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
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
未尝离却事物。”又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
之事，心外之理乎?”对此，张烈按:“‘事事物物皆
有定理’，所谓有物必有则也。如阳明说，宜云‘有
心有则’。岂诗人、孔子亦义外欤!天下无心外之
事，故求诸事，正所以尽此心，无心外之理，故求诸
理，正所以尽此心。今直求诸心，而欲求理之无不
尽，虽大贤不能也。心能知觉，发于欲，为人心;发
于理，为道心，故贵乎择之精焉，守之一焉，未闻心
之即理也。程子曰‘性即理也’，是矣。‘理义悦我
心，犹刍豢悦我口’，若曰‘心即理’，是口即刍豢
也，目即色也，耳即声也。”［11］1(《王学质疑》卷一，
《心即理也》)可见，与罗钦顺一样，张烈把王阳明
的“心即理”与程朱的“性即理”对立起来，并以此
批评所谓“心即理”。
唐文治不同意张烈的说法，指出:“孟子言‘理
义悦我心，犹刍豢悦我口’，又言‘君子以仁存心’，
是心非即理，义非即仁，固矣。然须知心兼具理气
者也。若非心，则理何所寓?‘心即理也’之说，不
过语意稍伤快耳。故自其深者而言之，孔子‘从心
所欲不逾矩’，是心即矩也;颜子‘其心三月不违
仁’，是心即仁也。即矩即仁，即理也。此非一蹴
可几者也。自其浅者而言之，孟子曰:‘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即判断之理，是心即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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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则尽人同具者也。夫谓‘心即理’，不免于气质
用事，故必致其良知，自能变化其气质，则此语何尝
有弊?若判心与理为二，则理堕于玄虚。”［5］38 － 39显
然，在唐文治看来，程朱讲“性即理”，虽然认为“心
非即理”，但以理寓于心中为依据，“若非心，则理
何所寓?”所以，相对于“性即理”，讲“心即理”只是
“语意稍伤快”，二者并非对立。
在此基础上，唐文治进一步对“心”与“性”的
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解字有‘浑言’、
‘析言’之别。孔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孟子
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天地之
心，非即义理之性乎?《大学》一书，言心而罕言
性，而朱子解‘明德’曰:‘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
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
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
者。’然则明德非即心乎?《中庸》一书，言性而不
言心，而朱子注‘道也者’节云:‘道者，日用事物当
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至注‘明善诚身’节
云:‘不明乎善，谓未能察于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
知至善之所在。’然则人心与天命之性非合二为一
者乎?程子答张子《定性书》，皆言‘定性之法’，故
朱子解之曰:‘此“性”字是个“心”字意。’黄氏勉
斋亦谓:‘“定性”字当作“定心”看。’此皆‘浑言’
之例。若必以‘析言’之例驳之，岂程子、朱子亦认
心为性乎?”①
＊
所谓“浑言”“析言”，唐文治说:“‘浑
言’，即合而言之;‘析言’，即分而言之。”［12］63(《性
理救世书》卷一，《论性情与心之辨别》)在唐文治
看来，以“析言”看，“心”与“性”不同，“心即理”不
同于“性即理”，但以“浑言”看，“心”与“性”合二
为一，“心即理”与“性即理”未尝不同。他还说:
“王阳明先生谓‘心即理也’，张武承先生驳之，谓
‘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理义非即心，
刍豢非即口，何得认心为理?不知阳明所言乃‘浑
言’之例耳!何必专以程子为是、阳明为非乎?至
于初学下手功夫，曰‘尽心知性’，曰‘存心养性’，
‘性’与‘心’自当有别。然‘知性’即所以‘尽心’，
‘存心’即所以‘养性’，固未尝不一贯矣!”［12］64 － 65
(《性理救世书》卷一，《论性情与心之辨别》)这就
是唐文治所谓“‘心即理’与‘性即理’浑言未尝不
同”［5］36。
至于王阳明以朱熹的“格物”在“即物而穷其
理”而斥之为“析心与理而为二”，唐文治明确指
出:“朱子‘补传’云‘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
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固未
尝以心与理判而为二也。”［5］36同时，又引述明代高
攀龙所言:“凡人之学，谓之曰‘务外遗内’，谓之曰
‘玩物丧志’者，以其不反而求诸理也。求诸理，又
岂有内外之可言哉?在心之理，在物之理，一也。
天下无性外之物，无心外之理，犹之器受日光，在彼
在此，日则一也，不能析之而为二，岂待合之而始一
也?阳明亦曰:‘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
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
诚是也，则奈何驳朱子曰‘以吾心求理于事物之
中，为析心与理为二也’?”并且认为，高攀龙此说
“足证心与理之非二。”［5］36 － 38显然，在唐文治看来，
王阳明以朱熹的“格物”为“析心与理而为二”，实
际上是误读。
四、“‘知行合一’与朱子‘先知后行’之
说义各有当”
朱熹讲“知先行后”。他说:“知、行常相须，如
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
重，行为重。”［8］148(《朱子语类》卷九)与此不同，王
阳明讲“知行合一”，指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
而不行，只是未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
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1］4 － 5(《王阳明全
集》卷一，《传习录上》)。又说:“知者行之始，行
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
事。”［1］15(《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
明代的冯从吾试图将王阳明“知行合一”与朱
熹“知先行后”调和起来。据冯从吾《语录》载:或
问:“先知后行，知行合一?”曰:“昔泾野与东廓同
游一寺，泾野谓东廓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
寺?’东廓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
公相视而笑。可见二说都是，不可执一也。”［13］
(《明儒学案》卷四十一，《恭定冯少墟先生从吾》)
清代的张烈则将“知行合一”与“知先行后”对
立起来。他针对王阳明所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
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指出:“若是，则止
曰‘行’可矣，或止曰‘知’可矣!古人何兼设此二
字乎?兼设二字，必确是两事，不可紊淆。此《易》
之对待也。惟其为两必自相生，此《易》之流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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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唐文治:《阳明学术发微》卷三，《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第 1 编 91 册)，台中:文听阁图书公司，2010 年，第 40 页。后来，1935 年刊引的
唐文治《性理救世书》说:“凡解经穷理，不知‘浑言’(即合而言之)、‘析言’(即分而言之)之别，则不免执滞而鲜通。《易·系辞传》以‘性’
与‘心’析言之，固自有别。《大学》言心而罕言性，主于发用也;《中庸》言性而不言心，主于本体也。然朱子注《大学》首章云:‘明德者，人
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是‘明德’即心也(与《孟子·尽心章》注略通)。下文云‘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
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复初’即复性也。好恶皆发于心，而《大学》末章云‘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是
《大学》言‘心’，未尝不含‘性’也。《中庸》言‘天命之性’，‘自诚明，谓之性’，‘尽人性’、‘尽物性’，似专言性矣，然朱子注‘尊德性’节云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是《中庸》言‘性’，未尝不兼‘心’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以仁为心，浑言之也;又曰‘君子以仁
存心’，又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则析言之矣。明道先生作《定性书》，黄勉斋先生注云:‘此‘定性’字当作‘定心’看。’盖以心无
内外也。此浑言之例也。”唐文治:《性理救世书》卷一《论性情与心之辨别》，《民国时期哲学思想丛书》(第 1 编 99 册)，台中:文听阁图书公
司，2010 年，第 63 － 64 页。
今单执其相生者，深斥其两立者，巧为之说曰‘知
之笃实即行，行之精察即知’，此尖新讲章小巧时
文耳!尖新小巧，由人心之浇薄，以是讲学可
乎?”［11］12(《王学质疑》卷三，《知行合一》)显然，
张烈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与此相反，唐文治赞同“知行合一”，并且认为
“知行合一”之说创自孔子，而非创自阳明;至于知
行先后，“盖行固有在于知之先者，亦有在于知之
后者”［5］43。他还认为，朱熹讲知行，亦为“统知行
先后而言之”，指出:“昔朱子言致知力行，多言随
知随行，而云小学先行后知，大学先知后行。朱子
之意，盖亦统知行先后而言之也。陈氏北溪深得朱
子之师法者也，其言曰:‘致知力行，如目视足履，
动辄相应，非截然判先后为二事。’阳明之言，与陈
氏合，亦未尝与朱子相悖也。要而言之，知而不行
是谓虚知，行而不知是谓冥行。阳明盖有鉴于天下
多虚知、冥行之人，故为知行合一之说。”［5］45在唐
文治看来，无论是阳明，还是朱熹，他们都主张“知
行合一”，而朱熹之所以讲“知先行后”，王阳明之
所以讲“知行合一”，这看似不同，实际上都是有其
不同的针对性和合理性，这就是所谓“‘知行合一’
与朱子‘先知后行’之说义各有当”［5］41。
五、余论
唐文治笃守朱子学，在《紫阳学术发微自序》
中自称为朱熹私淑弟子，并曾撰《朱子学为今时救
世之本论》，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子
则祖述孔、孟，师法周、程，一脉相承，为人心、民命
之所依赖。欲救今日之世界，当自尊孔读经始;而
尊孔读经，当自学朱子之学始。”［12］110(《性理救世
书》卷二)同时，他又尊崇阳明学，把阳明学与朱子
学结合起来，不仅提出“阳明学通于朱子学”，而且
在《阳明学术发微序》中提出:“今日欲救中国之人
心必自致良知始，”并撰《阳明学为今时救国之本
论》，指出:“‘致良知’之学，决然可以救国;‘知行
合一’之说，断然可以强国也。”“夫实者，宜济以
虚，而用必端其体。‘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学
说，所以运实于虚，而明体达用之大本也。……欲
陶淑吾民之国性，急救吾国之亡，惟有取阳明之学
说，上溯群经，心体而躬行之，毋诈毋虞，犹可以为
善国”［14］。唐文治甚至认为，他编撰《阳明学术发
微》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942 年，唐文治作《石
刻王阳明先生遗像跋》，指出:“宋朱子之教，孔子
之真传也;宋陆子、明王阳明先生之教，孟子之真传
也。此应时施教之法，其救世苦心，一也。”［15］显
然，唐文治的观点与当时的救国思潮联系在一起。
当然，这并不排除唐文治提出的“阳明学通于朱子
学”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朱熹与陆九渊、王阳明的关系问题是宋明理学
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民国时期有不少学者都对此有
过深入的探讨，并且像唐文治那样，强调二者的殊
途同归、互为补充，而达到相互调和［16］，以至于在
1945 年出版的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总结
当时中国哲学研究“可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重
要方面时，把“理学中程朱、陆王两派的对立，也得
了新的调解”列为其中之一。［17］应当说，唐文治提
出“阳明学通于朱子学”，是这一“新的调解”的重
要组成部分。
由于种种原因，当今的宋明理学研究，与民国
时期发生了较大的转向，而较多地关注程朱与陆王
两派的差异与对立。虽然这对于深入分析各派的
学术及其相互关系具有正面的意义，但是也不能排
除有片面夸大之嫌而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唐文
治提出“阳明学通于朱子学”，或许可以为研究阳
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尤其是
当代学者自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出“朱子
言‘性即理’;阳明言‘心即理’。此为理学与心学
不同之处”［18］，多依此把朱熹“性即理”与阳明“心
即理”对立起来。如前所述，唐文治则认为“‘心即
理’与‘性即理’浑言未尝不同”。毫无疑问，这应
当成为我们研究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所需要进
一步思考分析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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